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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征镒先生是我学习前辈的榜样。从初中到大学我所接受的教育主要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因

为1949年以前我只断续享受过一年的初中教育。那时候我们年青人自我要求的目标是又红又专。当

时我们心目中红的标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

愿，做到一切服从党的需要，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忘我工作。专的标准是：努力学文化、学知识、

学科学技术，使自己能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鼓足干劲，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初到植物研究所时，我们这些被分配到植物研究所的大学生都在图书馆劳动，把前辈们从外

国买来的一捆捆很厚的尘封过期期刊抽印本，进行除尘、开包、清理，并予大概地分类，此时接触

到很多英文和俄文以外文种的文献。从这些文献中见到有不少与众不同的古植物学文献，它所展示

的图版大都是断枝残叶，看惯了现代植物标本的图版，突然见到这些断枝残叶的研究文章，对这样

的标本的研究结果心中存疑：其有多少科学性？在学生年代采集现代植物标本时，老师都要求同学

力求把营养器官和生殖器官采集齐全，因为鉴定植物标本时，生殖器官的性状特别重要。如果采集

时采不到生殖器官只有营养器官，那么营养器官最好也要具有顶端未成年叶的营养枝。所以见到古

植物学文献图版中的照片尽是断枝残叶后，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研究这玩艺儿既枯燥又缺乏科学

性，太没劲了！植物研究所现存这么多的现代植物都研究不过来，还研究这些断枝残叶，有多少应

用价值啊？不过换个位置一想，既然前辈们辛辛苦苦地为后人从国外这么多种杂志中搜寻了如此多

的抽印本，花了这么大的本钱用外币把它们买来，必有它的重要价值所在；也许是哪位老先生对这

方面感兴趣，以后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先为他们准备好资料罢了。反正此事与己无关，也不

必多想。在等待分配工作过程中，根据研究所领导向我们介绍的科室设置后，我有时在想：如能从

事药用植物或生态地植物方面的研究很不错；形态解剖方面也还可以。 因为少年时在农村亲历了

中草药在农村治病中的重要作用，后来在生物系学习植物分类学时，陈倬先生讲授了植物分类学在

国民经济建设中的意义，使我们对分类学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学习生态学时跟随周光裕先生在

野外实习，周先生常给我们讲些野外生活的趣事，使我对生态工作也颇感兴趣，不过从事生态工作

必须有分类学基础；系主任陈机教授生动的植物解剖学讲授，周才武老师讲授人体解剖学时对尸体

的解剖学习，使我对解剖学兴趣颇浓。来到植物研究所见到有这么多的植物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

室，有这么多的老先生和中、青年人员的研究阵容，有这么蔼然可亲的领导队伍，这样的工作环境

和学习条件，让我兴奋得像似进入了科学的天堂，真是连做梦都想不到。当时植物所的房子虽然大

多是破旧的平房，但我根本不在乎。时任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党总支书记姜纪五每天夹着公文包像

家长似的进了植物研究所的大门后，都要先到各研究室巡视一遍，不论哪个阶层有人向他反映情

况，他总是细心听取。办公室主任杨森同志和人事科科长赵星武同志经常关心地问我：“你们怎么

样啊？！”（因为我是当时新分配来的大学生的召集人，所以接触较多，体会也更深刻。）我们这

些同届进所的人，彼此亲密得如兄弟姐妹，整个植物研究所真像一个名副其实的温暖的大家庭，使

怀念吴征镒先生

朱为庆

（1934~），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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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开眼界，心情特好。但十分遗憾的是：姜老的优良领导风格，杨森同志爱所如家的敬业精神，

后继乏人。

植物研究所领导对新分配来工作的大学生宣布分配名单时：某某人到某研究室……朱为庆到

古植物（因为研究室还没有）。刚听到叫我到这个最不了解、最不喜欢的部门工作的“命令”时，

虽然我表面上是服从组织分配，但是内心完全是被动服从，还伴有恐惧感。因为别的新分配来的新

生当时都能见到所隶属的主管老先生和中年先生，这些老先生的名字我在学生期间都已经有不同程

度的耳熟，而带我的老先生徐仁教授，不但我过去从未见过，而且闻所未闻。别的新生都有具体研

究室的房子实体，而我要去的古植物不仅现在见不到老先生而且连房子也没有，更甭说桌、椅、板

凳。当时我虽然有一股为共产党、为新中国、为人民赤手空拳打天下的勇气，但是目前上面没有老

先生具体指点，下面没有同伴协作，难免颇感孤单，并且还有点害怕，怕做不好工作对不起国家，

对不起养活我们的人民，有畏难情绪。以前遇到困难或接受领导交给我某项即使是自已不熟悉或不

喜欢的新工作任务时，都会产生一股非常强有力的克服困难的热情、信心和勇气。不知怎么的，这

次这种积极的精神和勇气无影无踪了。此前对吴先生过去在专业上勤奋苦学和投入大量时间从事业

务组织管理工作有所听闻，这是我见到的离我最近的党员专家服从党组织调配的典范。那时他已经

是植物研究所的副所长了，在植物所很有威望，但他从国家长远的需要出发，不仅个人服从党组织

的调配，还举家离开人人向往的首都，迁往昆明去建立新的研究所。吴先生的榜样精神给了我热

能，使我对接受不太了解的新工作增加了热情、信心和克服困难的勇气。

慈父般的姜纪五书记主动询问我：“怎么样呀？！”我带着有点为难的情绪，委婉恳求的语气

向他诉述所思和看法：“这个古植物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过，化石标本以前只是在上《普通地质学》

的课堂上见过一面，当时老师还慎重嘱咐：这块标本只许看不能用手摸啊！这是用美金从美国买来

的！加上地质学是考查课，我当时思想上对它不大重视，对它的意义认识不足，学习目标只是达到

考查通过就行，所以对古植物几乎一点都不了解，怎么能工作啊！”我向他诉述的目的是希望能听

他回答我：换个人做这个工作。不料他风趣地说：“没有学过也没有关系，可以干中学，边学边干

嘛！古植物研究室现在还没有，我们要建立。我们是先盖庙，后请神，请不到大神请小神。徐仁先

生是大神，现在还在野外来不了，你算是一个小神，要先把庙建起来，没有庙，大神没座位，能请

得来吗？”我拿谦虚做托词：“古植物我实在干不了，做不好，我做别的任何工作可能都会比做它

做得好。”他看出我貌似谦虚，实际上是有点固执地不想干古植物的诉述，笑眯眯地，有点像哄小

孩似地说：“那你先干三年，三年以后如果还不想干，我再给你换，这样可以了吗？”我带着有点

勉强的口气：“那好吧。”

不管当时说话时的心态如何，答应人家了就要尽快调整好心态全力以赴。我把植物所坐落在

动物园陆谟克堂最北面的一排平房中间清理出约50平方米的一大间，把最西边隔出三分之一的面积

作为徐仁先生的办公室。为了让全所唯一的泥瓦工纪师傅尽快完成上一个任务，早点帮我把办公室

砌墙、和灰、隔断，我帮他做小工，提早按我的要求完成了。国家在当时尽管不幸地遇上一年比一

年困难，但是却让我增加了动力。随着对专业不断深入的了解，体会到以前学的植物系统学有点像

生活史比较形态学，太缺乏古植物学的材料来佐证，古植物化石标本虽很破碎，研究方法比较贫

乏，但是短短几年中学到了不少室内外的工作方法并有所革新（如保存山东山旺硅藻土中的植物化

石标本，我摸索着利用废蜡封住植物化石层面边缘，缓慢干燥防碎试验获得成功等），并体会到：

兴趣的基础是对事物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深度。我对古植物的认识从开始瞧不起不愿干，到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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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十年代在几次面临有更高更多名、利的吸引面前，都能做到不动摇的坦然相对和婉言谢绝。我

思想和行动的巨变不能说与我心目中的榜样吴先生无关。

1962年11月25日开始，我们全室出动去云南分组采集标本。从情感上讲，吴先生所在的昆明植

物所成了我们各组进出昆明的家，每次碰到吴先生，他总是会关心地问我怎么样。1963年2月4日徐

仁先生、朱家楠、陈晔和我，在宜良石油队金式刚和李书舜二位陪同下，去沾益采集泥盆纪化石。

不料从10日开始一连下了4天霰，阔叶树叶子外面包了一层厚厚的冰，成了难得一见的“第五纪化

石”，我们冻得没法出去，只好在室内烤炭火取暖。沾益县医院原西南联大的学生韩大夫常来我们

住处，与徐先生叙旧西南联大往事，开玩笑地说：“你们只知道我们这里四季无寒暑，却不知道下

边还有一句，一雨便成冬，所以吃了亏。”那几天我们经常一面围着火炉煎着韩大夫给我们开的中

药，一面聆听两位长辈给我们讲故事，韩大夫有时还给我们介绍一些当地常见病的中草药汤药处

方。在昆明我们还了解到徐先生是吴先生入学清华大学的保证人。这次寒流徐先生也冻病了，在吴

先生的关心照顾下，他入住了安宁温泉疗养院。吴先生的感恩之情令我钦佩。

改革开放后，科学院成立研究生院，有一门基础课是《植物系统学》，64个学时。其中，低

等植物16个学时，原想请北京大学梁家骥教授讲，梁先生说讲不了。徐先生叫我讲，由于当时讲课

是要求正教授讲的，我说我现在连副教授都不是，更讲不了。徐先生说：“那你去请哪个教授来讲

都可以，请不到就你讲。”我无奈只好答应。北京大学李正理教授要我给他的研究生大约每隔两年

讲两个来小时的古植物学，并同我说讲课内容在期末闭卷考试时是有一道题的，占（百分制的）20

分。我小时顽皮，父亲告诫我说：“不敬师长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所以为这两小时的

课，我虽然几乎花了两周时间备课和找寻适当的标本，但是仍感时间不敷，加上挤在一间小办公室

里讲课，举着化石标本给同学看实物的效果总是很不理想。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促使我

下决心从我承担的植物系统学部分开始做一个植物系统学的教学改革：我心目中的植物系统学应该

是以时间为径，空间为纬，各个门类的化石植物为点缀，编织起来的实物教科书——植物演化展

览。筹备基本就绪尚缺陈列场地时，党委副书记张强同志告诉我：“所里决定提你为研究员，到

物资处去当处长，两头沉的办公桌（当时副研是一头沉）、沙发、茶几等都给你准备好了……”

我说：“我不去。”他说：“党员要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啊。”我说：“我正准备对植物系统学做

教学改革，建立一个植物演化

展览室，讲故事似的教学。这

不仅对我们科学院的研究生和

其他学生物的研究生、本科

生，甚至于对中、小学生乃至

社会各阶层都会从中受益。

对提高我们的民族素养也都有

好处。当物资处长只是对我们

的所或院有好处……。”事后

有人劝我：你先到物资处去工

作三个月（也有人说最多三五

个月），到时你说干不了了，

回来搞业务，这样既不得罪领 吴征镒院士听取中科院植物所植物演化展览创始人朱为庆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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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研究员又拿到手，两全其美。我说：“这样既

对不起提名我的领导，还让他们难堪，也对不起自

己的良心……”在有关领导支持、批准下，我终于

把一个堆放废品、垃圾和又臭又黏的皮肥库改建成

了教学改革的新课堂——植物演化展览室。落成后

受到很多中外专家高度赞扬，其中吴征镒先生也曾

前来参观并留言鼓励。

在吴先生和众多国内外专家的鼓励下，更坚定

了我从中国古植物馆进而扩展到中国植物博物馆的希望，让国人从这里能分享到更多、更深层次的

植物学知识。很少题词的周光召院长为“中国古植物馆”提了馆名后不久，1998年5月14日前国家

文物局局长、故宫博物院院长、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吕济

民教授率两位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偕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长及两位工作人员前来考察，我

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古植物馆的机构筹备情况后，他们参观了中国古植物馆的储藏部（标本馆）、展

示部（植物演化展览）、研究部（是古物研究室的部分研究人员兼职）。他们回去后不久，北京市

文物局就下达了批准“中国古植物馆”成立的批文。新出版的北京市博物馆分布图上中国古植物馆

成了当时香山地区三个博物馆之一。

1996年在美国举办的第五届国际古植物学大会上，中国植物学会古植物学分会和中国古生物学

会古植物学分会先后向大会提交申办2000年的第六届国际古植物学大会在中国召开，被大会批准通

过。中国植物学会古植物学分会组织稿件，经中国植物学会批准，《植物学通报》2000年7月第17

卷为第六届国际古植物学大会专辑。另外我们还想赶在第六届国际古植物学大会之前出版《徐仁著

作选集》在大会上交流。因此我借1999年10月25～29日中国植物学会古植物学分会在昆明召开“地

质时期植物多样性”学术研讨会之际，诚邀吴老和周俊先生两位院士莅临研讨会指导之外，还请吴

老为徐先生的“选集”作序。虽然吴先生此时正忙于出差日本的准备工作，但仍满足了我们的要

吴征镒院士听取汇报植物演化展览后题词

1999年10月25日，
吴征镒院士莅临中国
植物学会古植物学分
会组织的“地质时期
植物多样性学术研讨
会”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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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我的内心既充满了感激又深感歉意。

1998年7月植物所新领导上台，先把中国古植物馆的展示部——植物演化展览撤销，改成饭

馆，紧接着撤销中国古植物馆，其二楼改成办公室。原设想该馆二楼再充实一些内容后与植物演化

展览一起，在2000年国际古植物学大会在我国召开时作为会前考察的内容之一，因为这个专业展览

面积虽然不大，但是陈列内容纵向时间之长，专业人员讲解内容门类之多：从生命起源开始到生命

出现；从原核单细胞到被子植物覆盖全球的全过程梗概；全是由高级古植物学家一年四季（除病、

事假外）终年讲解，据当时的博物馆学家说：这是国际上未见的。中国古植物馆和它的展示部——

植物演化展览室被撤销，不仅是丧失了第六届国际古植物学大会在我国召开时一个非常好的学术交

流和对外宣传的机遇，还阻断了青海省地质局6000多号化石植物标本来我们古植物馆安家落户的

路。可怜了这批经过多少野外考察者，花了多少代价搜集起来的植物化石的命运——最终成了孩子

们玩耍时投掷的石子。

致谢：我女儿在为我寻找资料、多次帮我排除计算机故障和文稿编辑等方面花了不少时间，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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